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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项依据与研究内容
（一）项目的立项依据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引擎[1]。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其现代化水平直接关系到政权稳固与社会和谐。然而，当前基层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技术悬浮”、“数据孤岛”及“算法官僚主义”等现实困境[2]，亟需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厘清数字赋能的逻辑与边界。
“最多跑一次”改革作为浙江率先探索并辐射长三角的重大制度创新，不仅是政务服务流程的重塑，更是基层治理范式的深刻变革[3]。该改革通过数据共享与流程再造，打破了传统科层制的条块分割，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选取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不仅因为该区域数字化基础雄厚、改革成效显著，更因其具备典型的示范价值：既包含上海的国际大都市治理模式，也涵盖江浙皖不同发展阶段的县域治理经验，具有极高的比较研究价值[4]。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论上，突破单一的技术决定论或制度主义视角，构建整合性的分析框架，丰富数字治理本土化理论；实践上，通过诊断改革痛点与难点，为破解基层“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提升治理精准性与包容性提供可操作的政策方案，对于推动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5]。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国内外关于数字治理的研究已形成丰富成果，主要聚焦于技术赋能、制度变迁与服务创新三个维度。
在技术赋能方面，早期研究多关注电子政务对行政效率的提升作用[6]。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对政府组织结构的重塑，提出“平台型政府”、“整体性治理”等概念[7-8]。然而，现有研究多强调技术的正向效应，对技术嵌入基层后引发的非预期后果（如责任转嫁、隐私泄露）关注不足[9]。
在制度创新方面，新制度主义视角强调技术采纳过程中的合法性机制与同形压力[10]。国内学者深入分析了“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制度逻辑，指出其本质是政府自我革命与流程再造[11-12]。但多数研究局限于单一案例描述，缺乏跨区域、多层级的比较视野，难以揭示制度扩散过程中的变异与适应机制[13]。
在技术与制度互动关系上，Orlikowski的结构化理论被广泛引用，强调技术与制度的相互建构[14]。国内研究开始探讨“技术-制度”双重逻辑下的治理困境[15]，但对于“人”的因素——特别是基层执行者的数字素养与自由裁量权——如何中介这一互动过程，尚缺乏深入实证检验[16]。
此外，关于数字公平的研究逐渐兴起。学者们指出，数字化转型可能加剧老年群体、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形成新的“数字排斥”[17-18]。尽管已有研究提出数字包容理念，但缺乏针对基层治理场景的系统性评估指标体系[19]。
综上，现有研究在理论整合度、比较视野及包容性评估方面存在不足。本项目拟在此基础上，引入“人”的维度，构建“技术-制度-人”三维框架，结合长三角多案例比较，弥补现有研究空白。
（二）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以及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研究目标
本项目旨在回应数字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需求，聚焦长三角地区“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践，深入探究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具体目标包括：（1）构建“技术-制度-人”三维分析框架，揭示数字技术重塑基层权力结构、业务流程与服务模式的微观机制；（2）通过跨区域比较，提炼长三角地区改革经验的异同及其背后的制度成因，识别制约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瓶颈；（3）评估基层干部数字素养与组织适应性对改革成效的影响，提出针对性的能力提升策略；（4）构建数字治理包容性评估指标体系，剖析“数字鸿沟”在基层治理中的表现形式，提出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建议。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基层治理理论范式，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主要研究内容
1.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理论框架构建与机制分析
研究方法：运用文献计量法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基于结构化理论与整体性治理理论，构建“技术-制度-人”三维分析框架。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收集长三角三地近五年相关政策文件200+份），利用NVivo软件进行编码，识别技术赋能的关键要素与制度约束条件，阐释数字技术重塑基层治理的逻辑机理。
进度安排：第1-12个月
2. 长三角地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跨区域比较研究
研究方法：采用多案例比较方法，选取上海（超大城市）、杭州（数字先锋城市）、合肥（新兴中心城市）及皖北某县（传统农业县）四个典型区域。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街道/乡镇干部、窗口人员各10-15人）与参与式观察，对比分析各地改革的路径依赖、创新模式及实施阻力，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探究不同前因条件组合对改革绩效的影响。
进度安排：第13-24个月
3. 基层干部数字素养、组织适应性与治理效能关系研究
研究方法：开发“基层干部数字素养量表”与“组织适应性量表”，在长三角地区开展分层随机抽样问卷调查（预计样本量N=800-1000）。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数字素养、组织文化、激励机制对治理效能的影响路径，识别阻碍技术落地的个体与组织因素。
进度安排：第19-30个月
4. 数字治理包容性评估与弱势群体保护机制研究
研究方法：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包含接入机会、使用能力、服务满意度等维度的数字治理包容性评估指标体系。通过社区实地调研，重点考察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在办事过程中的“数字困境”，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描绘服务获取障碍结构，提出适老化改造与人工兜底机制优化方案。
进度安排：第25-36个月
5. 研究成果集成与政策转化
研究方法：整合前述研究发现，撰写专著初稿与CSSCI论文。召开专家研讨会论证政策咨询报告，向相关政府部门提交关于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提升数字包容性的政策建议，并完成结项工作。
进度安排：第31-48个月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1）数字技术如何通过重塑业务流程与权力结构赋能基层治理，其“技术-制度”互动的微观机制是什么
（2）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长三角各地“最多跑一次”改革呈现何种差异化路径，基层干部数字素养与组织适应性如何调节改革效能
（3）如何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数字治理包容性评估体系，以规避技术赋能过程中的社会排斥风险
（三）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技术路线
本项目遵循“理论构建—实证检验—对策研究”的技术路线。首先，通过文献研究与政策文本分析，构建“技术-制度-人”三维分析框架，明确研究变量与假设。其次，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展开实证研究：一方面，运用多案例比较与QCA方法，深入剖析长三角不同区域改革实践的差异化路径及其制度逻辑；另一方面，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与SEM模型，量化检验基层干部数字素养与组织适应性对治理效能的影响机制。同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与实地观察，聚焦数字治理中的公平性问题，构建包容性评估指标体系。最后，综合定性与定量结果，提炼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通用模式与差异化策略，形成理论成果与政策建议。整个过程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反馈，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应用价值。
可行性分析
方案可行性：本项目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定性定量互补，技术路线清晰。所选长三角地区案例典型性强，数据可获得性高。构建的“技术-制度-人”框架逻辑严密，具有较高的解释力。
团队可行性：申请人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和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前期成果与本课题高度相关。团队成员结构合理，涵盖公共管理、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背景，具备较强的协作攻关能力。
条件可行性：依托单位图书馆资源丰富，拥有完善的电子数据库。课题组已与多地政府部门建立合作意向，保障了田野调查的准入。实验室配备专业的统计分析软件和高性能计算机，为数据处理提供了硬件支撑。
（四）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1. 理论视角创新：突破单一的技术或制度视角，构建“技术-制度-人”三维整合分析框架，将基层干部的数字素养与自由裁量权纳入分析核心，揭示了技术落地过程中人的能动性作用
2. 研究方法创新：采用“宏观政策文本+中观案例比较+微观问卷调查”的混合研究设计，结合QCA与SEM方法，实现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个体行为的跨层级关联分析
3. 评价指标创新：首次针对基层治理场景构建数字治理包容性评估指标体系，将“数字公平”操作化为可测量的维度，为解决“数字鸿沟”问题提供了具体的评估工具与政策抓手
（五）年度研究计划及预期研究结果
研究进度时间表
	时间安排
	研究内容
	预期进展/阶段成果

	第1年
	完成文献梳理与理论框架构建；收集并分析长三角地区政策文本；设计调查问卷与访谈提纲；组建研究团队并进行预调研。
	发表综述论文1篇；完成理论框架章节初稿；形成调研工具包。

	第2年
	开展长三角四地实地调研，完成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发放并回收问卷；建立案例数据库；进行中期的阶段性总结与交流。
	完成案例比较分析报告；发表实证论文1-2篇；召开中期进展汇报会。

	第3年
	完成问卷数据统计分析与模型检验；构建数字治理包容性评估指标体系；开展弱势群体专项调研；撰写专著初稿与政策咨询报告。
	完成专著初稿；提交政策咨询报告1份；发表实证论文1-2篇。

	第4年
	完善专著与论文；组织专家论证政策建议；修改并提交最终成果；办理结项手续；推广研究成果。
	出版专著1部；提交政策咨询报告1份；完成结项鉴定。


预期研究成果
1. 在《政治学研究》、《公共管理学报》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4篇，其中至少2篇为权威期刊
2. 出版学术专著1部：《数字赋能与基层治理现代化：来自长三角的经验证据》
3. 提交政策咨询报告2份，争取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或被相关部门采纳
4. 构建“长三角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案例数据库”1个，包含访谈录音、转录文本、政策文件等原始数据
5. 培养博士研究生1-2名，硕士研究生2-3名
二、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
（一）研究基础
申请人长期致力于数字治理与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主持完成省部级相关课题2项，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前期已在《中国行政管理》、《公共行政评论》等期刊发表相关论文5篇，初步探讨了政务APP使用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为本项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课题组与长三角多地行政审批局、街道办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能够保障实地调研的顺利开展。依托单位拥有SPSS、NVivo、Ucinet等数据分析软件及高性能计算平台，能够满足大规模数据处理需求。
（二）代表性论著
1. 王慧敏. 技术赋能还是技术负担？基层公务员数字倦怠的形成机制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 2023(5): 45-52.
2. 王慧敏. “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的部门协同困境与出路. 公共行政评论, 2022, 15(3): 88-105.
3. 王慧敏, 李建国、陈芳. 数字时代的政府流程再造：基于Z市的案例研究. 电子政务, 2021(8): 22-30.
4. 王慧敏. 从“碎片”到“整体”：数字政府建设的逻辑进路. 理论探索, 2020(4): 67-73.
5. 王慧敏.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 2019(12): 112-119.
三、经费预算
经费预算表（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金额
	测算依据

	调研差旅费
	10
	赴长三角四地开展实地调研交通住宿费

	数据采集费
	5
	问卷平台服务、数据清洗及数据库建设

	会议费
	3
	开题、中期、结题及专家咨询会议支出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3
	专著出版、论文版面费及资料购置

	劳务费
	3
	研究生助研津贴及临时人员劳务

	其他支出
	1
	办公耗材及不可预见费用

	合计
	25.00
	—


预算说明
本项目申请经费25万元，预算编制依据如下：（1）调研差旅费10万元：用于课题组赴上海、杭州、合肥及皖北等地开展实地调研，包括交通、住宿及市内交通费用，预计往返20人次，每次平均5000元；（2）数据采集费5万元：用于问卷调查平台服务费、数据清洗、案例资料购买及数据库建设维护；（3）会议费3万元：用于举办开题论证会、中期检查会、专家咨询会及小型学术研讨会，包括场地租赁、专家劳务及会议材料费；（4）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3万元：用于专著出版资助、论文版面费、图书资料购置及文献数据库下载；（5）劳务费3万元：用于支付参与项目的研究生助研津贴及临时聘用人员劳务报酬；（6）其他支出1万元：用于不可预见的零星开支及办公用品消耗。各项预算比例合理，符合社科基金经费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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